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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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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企业创新产生的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进行跟踪研究。从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将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的政策冲击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7年“走出去”的中国上市制造公司样本，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总体上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会通过较高的东道国创新环境质量发挥正向中介作用，而此中介作用受国家间技术差距的正向调节，即东道国和母国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创新环境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鉴于此，提出应加强逆向投资的区位优化、充分利用投资区位创新环境的支撑、积极开发投资区位技术势差下的逆向溢出效应，以促进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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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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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manufacturing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China’s “going ou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is paper regards the impact of the manufacturing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China’s “going ou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3 to 2017, the paper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policy effec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nufacturing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high-quality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host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host country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echnology gap,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technology gap between host country and home country,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host countr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ocation optimization of reverse investment, make full use of the support of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actively utilize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under the technology gap of investment lo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OFDI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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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社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重振制造业上升至国家重要的战略使命，【与下文赘述】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分别发布了《重振制造业战略》【给出准确的政策全称】《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日本制造业竞争策略》等一系列政策法案，重新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制造业振兴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从本质上讲，发达国家希望在世界金融后危机时期通过转移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步把产业结构调整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格局，并借助制造业回归和竞争力提升重新获得经济繁荣和就业增长的持续动力。目前，发达国家的这些举措已初见成效，使得科技与制造业成为全球竞争的两个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甚至引领变革，把振兴实体经济放在国家经济发展工作全局的战略位置。只有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才能为顺利实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振兴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众多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对全球技术、能源和市场等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同样需要加大资源投入，势必会形成对国际资源的竞争，不可避免地挤压了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发达国家为了抑制中国制造业过快发展、避免影响其利益，大力宣扬所谓的“中国制造业威胁”等论调，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频繁制造事端，阻碍中国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与先进技术[1]。然而，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十余年来，中国制造业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增长速度全球领先，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上述理论预期与实践结果的悖论引发了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1）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实施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增长，是否非但没有产生遏制，反而激发了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新动能？（2）中国制造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途径和机制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如一些专家所推断，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举措已经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生了“倒逼机制”，即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加大逆向投资力度，推进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培育和突破发展【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举措对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的假设及检验成为本研究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制造业持续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遏制和技术限制提供参考，同时，从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对丰富新兴市场后发企业国际创新理论有所借鉴。

追踪当前研究动态，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以往研究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鲜有研究运用实证模型对其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展开有跟踪性的研究。即便少部分学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是，该类研究多是间接地使用国内行业和省份的面板数据，缺乏以“走出去”制造企业为传导载体的效果及途径分析，这容易导致结论的不一致甚至冲突性。据此，本研究聚焦在制造业振兴战略直接作用的中国OFDI制造企业样本之上，利用双重差分法在政策效果研究方面的相对优势，客观地分析和评估，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振兴战略十多年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及内在机理。（2）进一步，本研究从影响机制的视角，以东道国创新环境和两国技术差距构成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为出发点，检验上述政策及举措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影响的作用途径和边界条件。【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本文针对中国企业逆向投资中机遇论与威胁论的争议，实证研究佐证了“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冲击及产业调整需要－逆向投资机遇把握－东道国创新条件中介支持－两国技术势差驱动调节－逆向技术溢出促创新增长”影响机制的合理性。这就在发达国家今后不断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新常态”背景下，为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实践中的政策设计和战略选择提供启发与建议。【引言不提及结论】
1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制造业振兴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企业创新绩效

关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学者的观点尚未达成一致，尤其进一步聚焦到中国“走出去”制造企业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方面，缺乏跟踪性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从抑制论的视角，以全球产业价值链为切入点，针对国际市场竞争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如李伟等[2]、赵彦云等[3]考虑到美国在专业技术转化方面的比较优势，认为美国制造业振兴战略及政策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高端技术产业发展形成阻碍；有研究指出，当其他发达国家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指代不明】来，在扩大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规模的同时，与中国在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也日益突出，促使其凭借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先发优势切断中国获取新技术的途径，这加大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吸引外资实现技术升级的难度[4]。进一步，发达国家意图通过创新来全面发展高端制造业，努力推动造业回流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路径与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有着较大重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态势[5]。此外，对制造业而言，掌握核心要素诸如品牌、设计、研发、营销等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而这些势必是发达国家争相抢占的重心，这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和国际化，进而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不利的[6]。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从机遇论的视角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了冲击，但也带来了机遇。一些学者如王展祥[7]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度依靠对外贸易，在技术方面也过度依赖于国外技术引进，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将形成对中国制造业创新提升和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尤其重点体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了摆脱发达国家技术封锁，中国制造企业可以加大逆向投资力度，谋取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培育和突破发展；此外，沈春苗等[8]提出，为了应对制造业空心化挑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需求压力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仅促使本国制造企业有序回归，同时也努力吸引外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以弥补制造业振兴上的资金缺口，这为中国企业通过逆向投资到发达国家，参与其产业结构转型和获取创新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进一步，一些学者如Cuervocazurra等[9]、Liu等[10]从产业互补性角度强调，当前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低端、高端产业上有一定程度的错位性和契合度，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包业”的崛起为中国企业参与其产业链投资和行业内兼并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发达国家在发展“内包业”和吸引投资时会为外国投资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短缺的业务、技术和品牌资源。

综上分析，尽管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政策实施会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中国会继续加大绕过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积极把握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内包业”等对外投资机遇，开发和利用发达国家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和研发资源，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自主创新能力。据此，提出假设1。
H1：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通过发挥多样化机制的作用，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1.2  制造业振兴战略与东道国创新环境

创新环境作为创新系统运转的支撑和保障，能够在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中起到关键作用[11]。从创新环境的构成条件来看，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技术政策等相关政策以及建设基础设施来营造国内良好的创新环境[12]。据此，自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强化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效果，主要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技术人才培养、大力支持研发创新活动、扩大招商引资规模、促进制造业回流、保障制造业融资便利等，这些战略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优化。具体而言，发达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既便利了当地信息通信、知识交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创新交流氛围，同时通过大力新建基础设施、改善老旧设施，为当地和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工程建设项目和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条件[13]。此外，通过持续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和研发创新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当地优秀人才的数量持续不断增长，为国内外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在大力促进和支持研发活动的同时，也相继完善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既促进了东道国创新意识的提升，也能够强化创新活动的公平性，有利于形成当地注重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氛围[14]。进一步，在扩大招商引资、促进制造业回流和保障制造业融资便利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吸引国外企业进行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时通过补贴优惠等手段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促进国内就业；同时，采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的贷款和融资力度，发展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这些措施加大了FDI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力度，通过并购、合资等手段促成先进技术传递和溢出；同时，更多本土制造业回归，持续加大贷款和融资开发先进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创新型企业的不断集聚、衍生，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不断被开发，逐渐发展成为创新网络，不断改善着东道国的创新环境[15]。综合上述分析，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通过内容丰富的各项措施，如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产权保护、融资环境等，促进当地创新环境质量的提升。据此，提出假设2。
H2：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形成东道国高质量的创新环境。

1.3  东道国创新环境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

尽管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尚未达成统一，但学者们就创新环境影响创新绩效的结论达成了共识[16] 【该观点是引自文献16，还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笔者自己分析后得出的观点则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创新效率论认为，创新环境会对企业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在同等的创新投入条件下，较高质量的东道国创新环境能够促成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17]。具体而言，中国OFDI制造企业在从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外部环境的不断支持和调节，而东道国良好的创新环境是该过程的外部保障[18]。东道国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并帮助企业整合、优化并利用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创新资源的绩效优化配置，从而形成创新合力[19]。进一步，东道国良好的创新环境会改变当地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当地人们形成创新思维，从而在区域内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使得创新向产业化发展，能够推动进入当地产业链的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纵深发展，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20]。此外，东道国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能够为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活动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企业在当地更容易获得创新型人才，而企业的创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发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科研能力，这也是决定企业创新绩效能否提升的关键[21]。最后，东道国高质量的创新环境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信息技术和交通的便利为中国OFDI制造企业提供了开展创新的基础资源，也为企业间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更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逆向技术溢出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东道国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能够提供更为优质的创新资源并强化该类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据此，提出假设3。
H3：东道国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1.4  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

中国OFDI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正向溢出与东道国外部环境的有效支持密不可分，即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过程中，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创新政策出台、人力资本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企业和中国OFDI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支持环境[23]。受到该类创新环境的影响，创新知识的持续流动能够不断促进中国OFDI制造企业的创新活动，随之产生的创新效益也是与日俱增的[24]。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东道国创新环境质量越高，创新活动的外溢性越强，中国制造企业更易借助其环境的比较优势吸收和整合“漏出”的技术资源[25]，这对于逆向技术传递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持续的强化作用[26]；另一方面，具有良好创新环境的东道国往往是制度环境质量较好、市场风险较小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备较为透明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法制体系，能够保护创新者权利并对侵权者进行惩罚[27]，从而激励企业更多地从事创新活动，有利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资源的整合和获取[28]。因此，本研究预期，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在国内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氛围，而东道国创新环境质量越高，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资源整合效率就越高，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这表明发达国家创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在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带来的拉力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效果之间存在着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4。
H4：东道国创新环境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5  东道国与母国技术差距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会通过逆向投资于发达国家来获取先进技术[29]。东道国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是影响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因素[30]。也就是说，如果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大，国外技术相对于国内技术的获取成本相对较低，技术相对落后的母国企业可以学习与模仿的技术空间较大，企业也就有动力赶超领先的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31]。这种作用在东道国创新环境影响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中表现得更为显著[32]。具体而言，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具备学习和模仿能力的新兴市场后发企业越能够率先进入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环节，吸收该类国家的技术溢出[33]；在东道国较高质量创新环境的支持下，这类企业能够通过学习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关联效应，带动当地区域内企业和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以促进母公司创新能力和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34]。相反，如果两国技术差距减小，技术溢出效应也会相应减弱，并且中国OFDI制造企业可模仿和学习的技术空间缩小，而技术学习难度持续增加，这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技术获取成本[35]，此时，即便有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支持，受到挤压的技术模仿和学习空间以及较高的学习难度和成本也打击了中国OFDI制造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不利于企业创新成果产出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本研究预期，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举措背景下，东道国较高质量创新环境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会在两国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境下表现得更加显著，即两国技术差距对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起到了正向调节的效应。据此，提出假设5。
H5：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受技术差距的正向调节，在东道国与母国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东道国创新环境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2003－2017年OFDI企业，将其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同期A股及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工业企业进行匹配，匹配后的数据按照以下条件筛选：（1）剔除年报信息中海外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明确且无研发活动积累的样本；（2）剔除OFDI后3年内资产重组并改变主营业务的样本；（3）剔除东道国或地区为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的样本，因为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时可能更多考虑这些“避税天堂”带来的低税率等优势而非采取正常的投资行为。其中，高管团队数据和财务指标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年报，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考虑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实施主要发生在2003年以后，因此将制造企业样本的“走出去”时间维度定为2003－2017年。另外，考虑到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滞后性和延续性，以“走出去”后3年作为样本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时间，由此筛选出指标数据时期跨度为2003－2019年的混合独立横截面数据，包含40个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信息和5 206个指标数据相对完整的样本观测值。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patet）【e和t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如果分别代表不同含义，下标为斜体；如果“et”代表一个含义，则下标改为正体】。专利可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由于专利审查以发明创造的新颖、实用为标准，具有客观一致性，且专利数量与其他测度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高度相关，因此大部分文献将专利数量视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有效且稳健的测度指标[36]，基于此，考虑到中国OFDI制造企业总体创新产出衡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参考张树满等[37]的方法，选择制造企业OFDI后3年国内有效专利申请总数的自然对数（lnpatet）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这种做法一方面参考了多数学者研究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思路，如赵宸宇[38]按惯例使用国内有效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中国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该方法亦契合本研究思路，即考察中国OFDI制造企业通过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嵌入当地产业链，依靠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和两国技术差距的调节等实现逆向技术溢出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选择有效专利申请数量的考虑在于有效专利已通过专业审核机构资质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质量，并修正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创新绩效而导致的结果偏误[39]，且专利的申请时间更能代表实际创新的时间[40]。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DIDct（treatmentc×postt）【c代表什么含义？】表示制造业振兴战略提出后处理效应的处理组虚拟变量（treatmentc）与处理组虚拟变量（postt）的交互项。其中，
[image: image1.wmf]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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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处理组虚拟变量，如果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5个发达国家之一，则为1，否则为0。这是因为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发达国家主要涉及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5个国家，而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制造业影响力有限，且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振兴战略设计及实施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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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效应的时期虚拟变量，鉴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在2009年及以后，故2009年及以后年份的
[image: image3.wmf]post

t

为1，之前的年份为0。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述发达国家普遍以2009年作为显著推进制造业振兴战略的元年，即上述每个发达国家样本随后也有后补政策文件的数次出台，产生该发达国家样本内叠加的总体政策冲击效应，这适应于两期双重分差分法（DID）测度2009年前后的总体冲击效应，就如现有研究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政策时点后序政策叠加冲击效应一样，惯例使用2013年前后的两期DID方法。因此，将2009年作为上述发达国家政策冲击总效应的元年，并在后文利用平行趋势和安慰剂检验，结果通过了适用性检验且效果较为明显与稳定。

2.2.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东道国创新环境（IE）。参考刘志彪等[41]的思路，从创新投入衡量的视角，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研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科技投入水平，指标值越高则表明该国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创新环境越好。

2.2.4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国家间技术差距。首先，参考李梅等[42]的研究思路，从创新产出视角，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技术水平，进一步利用东道国与中国技术水平的差值衡量国家间的技术差距（GAP）。
2.2.5  控制变量

（1）企业层面控制变量（controlet）。利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lnsize）；利用董事会会议次数来衡量企业董事会监管强度（Bod）；利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衡量资产专用性（FSP）；利用企业OFDI当年研发人员数量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重测量企业研发人员占比（RDP）；将同一年内任职两家及两家以上公司的董事定义为连锁董事，利用企业连锁董事的联结企业总数衡量企业董事连锁数量（Lock）；利用虚拟变量控制高管海外背景（Foreign），高管有海外求学或任职背景为1，没有为0；利用虚拟变量控制高管两职兼任（Dual），高管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为1，否则为0；利用虚拟变量控制高管兼职情况（Partjob），高管在股东单位兼职为1，否则为0。

（2）东道国层面控制变量（controlct）。财政健康（FH）利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要素之一进行测算，是衡量公共服务水平、经济发展和政府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质量；话语权和问责制（VA）来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库，是衡量政治权、公民权等方面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制度质量。
2.3  模型设定【文中各模型的序号表述要明确，不应与公式序号等同】
2.3.1  政策效果及内在机理的检验

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较为显著的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5个发达国家，分别涉及北美洲1国、欧洲3国和亚洲1国。采用DID法，将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视作准自然实验，探究其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和影响机制。使用指标跨度为2003－2019年的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这类数据是将同一总体在不同时点的随机抽样数据混合而成的数据集，其中每一条数据都是独立的观测值，因此可以满足双重差分模型设计中残差项完全独立于分组解释变量的要求。适用于这类数据集的DID模型基本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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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为被解释变量；T为时间虚拟变量；A为分组虚拟变量；T×A即是时间和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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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e与上述有关指标下标e是否同含义？如否，不同含义应用不同参数符号表征】是残差；i代表每一个个体，i=1和i=0时分别为处理组和对照组；t【确认与上述有关指标下标t代表的含义同】代表不同时间点，t=1和t=0时分别为处理期和对照期。重要的是，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一般满足了残差项与分组解释变量完全独立的条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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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 ∆𝑌𝑖(1)=∆𝑌𝑖1−∆𝑌𝑖0=𝑏0+𝑏1+𝑏2+𝑏3−b0+b2= 𝑏1+𝑏3 

 QUOTE ∆𝑌𝑖(0)=∆𝑌𝑖1−∆𝑌𝑖0=𝑏0+𝑏1−b0= 𝑏1 

 QUOTE ∆∆𝑌𝑖=∆𝑌𝑖1−∆𝑌𝑖0=𝑏1+𝑏3−b1= 𝑏3 因此，式（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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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双重差分估计量。回归时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并获得无偏估计量[43]。

相较而言，面板数据在不同时点的观测值并非独立分布，这也是它与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的最大区别。在大部分情况下，面板数据无法保证与个体自身相关的因素完全独立于分组变量，因此无法保证式（2）成立。考虑到面板数据集检验中的上述问题，需将这些因素从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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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离出来，一般要引入固定效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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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包括固定效应的拓展方程：

【公式内“time”“code”应改为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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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模型设计方面，与上述面板数据集的双重差分模型不同，本研究的数据集是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因此选择了式（1）中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形式，即参考叶芳等[24]【引用文献[43]？】的做法，选取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显著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5个发达国家作为处理组，其他被投资国家或地区作为对照组。进而，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如（4）（5）所示：

【Lnpatet中，Ln全部改成小写，且用正体标示；DID、treatment、post都、control用正体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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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5）中，
[image: image13.wmf]ct

ε

为随机误差项。

2.3.2  作用途径及边界条件的检验

首先，为了检验东道国创新环境在政策影响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等[44]的方法，构造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如式（6）～（8）：

【式中，Ln全部改成小写，且用正体标示；非单个字母的变量符号应改为正体，其下标保持正体，确认“et”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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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检验技术差距在上述中介作用中的调节效应，参考温忠麟等[45]的做法，进一步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式（9）～（12）所示：

【修改问题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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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政策效果的检验

基准回归检验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第（1）列是DID方法的一般模型结果，仅包含了treatment、post和交互项treatment×post，同时加入了企业和国家控制变量，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进一步，考虑到行业、国家和个体的潜在趋势变化可能会产生遗漏变量偏误，合并估计结果不可信，在第（1）列的基础上，自第（2）列至第（4）列为逐步加入行业时间趋势、国家时间趋势和个体时间趋势的交互项的结果，可知各模型的符号和系数估计值均保持一致，交互项treatment×post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政策实施使处理组比对照组平均提高了约55%。上述结果一致性地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验证。

【表中，短横线不是负号，参照黄色标黄的数字修改其余数值的负号；以表注的形式说明括号的数字代表什么】
表1  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DID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treatment×post
	0.540 5***
	0.613 5***
	0.668 3***
	0.416 6***

	
	(0.124 6)
	(0.118 9)
	(0.118 0)
	(0.123 7)

	treatment
	−0.242 8**
	-0.340 9***
	-0.136 4
	-0.037 5

	
	(0.115 2)
	(0.109 6)
	(0.116 3)
	(0.120 9)

	post
	0.459 2***
	0.497 9***
	0.433 8***
	0.551 3***

	
	(0.099 0)
	(0.096 1)
	(0.094 8)
	(0.091 3)

	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时间趋势
	No
	Yes
	Yes
	Yes

	国家时间趋势
	No
	No
	Yes
	Yes

	个体时间趋势
	No
	No
	No
	Yes

	R2
	0.249 7
	0.256 2
	0.261 2
	0.309 2

	adj. R2
	0.248 0
	0.254 0
	0.259 0
	0.307 0

	N
	5 206
	5 206
	5 206
	5 206


注：1）*、**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下同。
3.2  影响机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但其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即假设H2～H5中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传导、两国技术差距的调节效应需要检验，因此，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别加以验证。首先，按照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程序进行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模型（1）【文中没有提到过“模型（1）”与表1中的（1）是否同？交代模型标目、变量和关系，对应于以上哪个公式？】中treatment×post对lnpat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再一次验证了H1；模型（2）中treatment×post对I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有利于促进东道国形成较高质量的创新环境，验证了H2；模型（3）中，在加入中介变量IE后，IE对lnpa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较高质量的东道国创新环境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验证了假设H3，然而，treatment×post系数仍然显著，却由0.416 6降至0.385 7，这表明IE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进行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检验，表2中的Sobel Z、Aroian Z、Goodman Z统计量皆在1%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上述中介作用稳健可靠。这表明，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及政策的影响会在东道国有利的创新环境的助推下，促进中国OFDI制造企业积极嵌入发达国家产业链并整合创新资源，加强了该类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H4得到验证。

【表中，短横线不是负号，修改。模型指代不明，含义不明】
表2  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1）
	（2）
	（3）

	
	lnpat
	IE
	lnpat

	treatment×post
	0.416 6***
	0.258 6***
	0.385 7***

	
	(0.123 7)
	(0.050 4)
	(0.123 4)

	IE
	
	
	0.119 4***

	
	
	
	(0.033 0)

	treatment
	-0.037 5
	1.320 5***
	-0.195 2

	
	(0.120 9)
	(0.036 1)
	(0.126 6)

	post
	0.551 3***
	0.076 7**
	0.542 2***

	
	(0.091 3)
	(0.033 1)
	(0.090 9)

	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国家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个体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R2
	0.309 2
	0.554 8
	0.311 2

	adj. R2
	0.307 0
	0.553 0
	0.309 0

	N
	5 206
	5 206
	5 206

	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
	Sobel Z=2.846***；Aroian Z=2.804***；Goodman Z=2.891***


其次，依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步骤进行检验。表3的结果显示，模型（1）【问题同前】中treatment×post对lnpa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中treatment×post对I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在加入调节变量GAP后，模型（1）～（3）中IE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在此基础上模型（4）中交互项GAP×IE对lnpa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通过东道国较高质量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该中介作用受到技术差距的正向调节，在东道国与母国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境中，东道国创新环境与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据此，H5得到验证。

表中，短横线不是负号，修改。模型指代不明，含义不明】
表3  东道国创新环境中介作用的两国技术差距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1）
	（2）
	（3）
	（4）

	
	lnpat
	IE
	lnpat
	lnpat

	treatment×post
	0.416 8***
	0.262 7***
	0.383 3***
	0.355 2***

	
	(0.123 5)
	(0.046 7)
	(0.123 9)
	(0.122 2)

	GAP
	0.001 4
	0.029 3***
	-0.002 3
	0.007 0**

	
	(0.002 8)
	(0.001 5)
	(0.002 9)
	(0.003 2)

	IE
	
	
	0.127 6***
	-0.084 0*

	
	
	
	(0.034 4)
	(0.047 8)

	GAP×IE
	
	
	
	0.025 5***

	
	
	
	
	(0.003 4)

	treatment
	-0.044 7
	1.175 3***
	-0.194 7
	0.045 9

	
	(0.121 1)
	(0.033 2)
	(0.126 7)
	(0.125 9)

	post
	0.550 0***
	0.050 1*
	0.543 6***
	0.612 9***

	
	(0.091 1)
	(0.028 4)
	(0.091 0)
	(0.091 5)

	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国家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个体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R2
	0.309 2
	0.601 5
	0.311 2
	0.318 7

	adj. R2
	0.307 0
	0.600 0
	0.309 0
	0.316 0

	N
	5 206
	5 206
	5 206
	5 206


3.3  识别假定及稳健性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安慰剂检验等要求，以保证主要解释变量在政策实施前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干扰的可能性，因此进一步利用以下系列检验以确保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3.1  平行趋势检验

确认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战略实施不存在滞后性是本研究运用DID方法的首要前提，因此，借鉴Liu等[46]的思路和方法，建立如下方程：

【修改问题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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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中：
[image: image22.wmf]year

2009k

+

是年份虚拟变量，当年观测值为1，否则为0。

检验2009年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前后4年的趋势变化，如图1所示，2009年前4年所有系数估计值都不显著，表明在2009年制造业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一致；而2009年及往后4年，系数估计值全部显著，处理组的创新绩效显著提升，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图1中，“-0.5”的负号不正确，请参照上文的负号修改；统一纵坐标轴小数的小数数位；添加纵坐标轴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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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3.3.2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影响可能因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参考Li等[47]、沈坤荣等[48]的方法，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7个样本为处理组，其余为对照组。在DID模型（4）【问题同前】的基础上，推导DIDct系数估计值β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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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如果不存在遗漏变量偏差，β3估计不会显著偏离零点，那么
[image: image25.wmf]λ

的值必须是0。同时，使用表1的第（1）列回归结果作为基准，随机检验500次。图2是β3估计系数和t值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可见β3估计系数和t值皆呈对称倒“U”型分布，且估计值都集中分布在0值附近（系数均值为0.000 3），P值基本大于0.1，而实际估计系数为0.540 5，明显为异常值，反推出
[image: image26.wmf]λ

为0。检验结果显示，随机设立的处理组没有显著政策效果，反推出2009年之后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处理组创新绩效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是真实存在的。综合来看，估计结果并没有因为遗漏变量导致严重偏误，该检验通过。

【图2中，“-5”的负号不正确，请修改；图例中的“t值”的t需要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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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3.3.3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

使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采用Logit回归模型预测每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为制造业振兴战略国家【表意不明】的概率，再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卡尺）匹配两种主要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生成对照组来匹配制造业振兴战略国家【表意不明】的样本（处理组）。t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协变量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此外，图3是半径（卡尺）匹配的共同取值范围，绝大多数观测值均在该范围之内；图4是核匹配的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分布，处理组与对照组概率密度接近，匹配效果较好。因此，在共同支撑假设基础上证明了PSM-DID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表4结果显示，核匹配和半径（卡尺）匹配的估计系数皆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1的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稳健可靠。
【图3中，补充纵坐标标目。横坐标轴中的“propensity score”要翻译成中文；图4中，横纵坐标轴的轴标题修改为中文，并删除“after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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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半径（卡尺）匹配的共取值范围                   图4  核匹配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

表4  PSM-DID检验结果

	变量
	核匹配
	半径（卡尺）匹配

	
	（1）
	（2）
	（3）
	（4）
	（1）
	（2）
	（3）
	（4）

	treatment×post
	0.922 3***
	1.007 1***
	1.084 6***
	0.929 9***
	0.919 8***
	1.004 8***
	1.086 2***
	0.936 7***

	
	(0.134 7)
	(0.126 1)
	(0.126 0)
	(0.130 4)
	(0.136 0)
	(0.127 3)
	(0.127 3)
	(0.131 9)

	treatment
	-0.383 1***
	-0.526 6***
	-0.305 2**
	-0.268 3**
	-0.381 7***
	-0.525 3***
	-0.307 6**
	-0.276 4**

	
	(0.124 8)
	(0.116 7)
	(0.122 1)
	(0.126 6)
	(0.126 1)
	(0.117 7)
	(0.122 7)
	(0.127 5)

	post
	0.985 3***
	1.010 8***
	0.937 3***
	1.067 9***
	0.985 1***
	1.010 6***
	0.937 5***
	1.069 0***

	
	(0.101 2)
	(0.096 1)
	(0.095 7)
	(0.094 2)
	(0.101 2)
	(0.096 2)
	(0.095 7)
	(0.094 2)

	企业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时间趋势
	No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国家时间趋势
	No
	No
	Yes
	Yes
	No
	No
	Yes
	Yes

	个体时间趋势
	No
	No
	No
	Yes
	No
	No
	No
	Yes

	R2
	0.175 8
	0.192 4
	0.199 4
	0.232 4
	0.175 5
	0.192 1
	0.199 0
	0.232 2

	adj. R2
	0.174 0
	0.190 0
	0.197 0
	0.230 0
	0.173 0
	0.190 0
	0.197 0
	0.230 0

	N
	5 149
	5 149
	5 149
	5 149
	5 138
	5 138
	5 138
	5 138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选取2003－2017年“走出去”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将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的政策冲击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研究这些战略实施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政策效果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十余年来，总体上对中国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战略实施会通过较高的东道国创新环境质量的正向中介作用，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进一步，东道国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受国家间技术差距的正向调节，即东道国和母国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创新环境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

结合以上结论，对制造业振兴战略不断普遍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创新国际化有以下启发：第一，要把握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的机遇。中国制造业可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区位条件和招商引资政策的信息收集和调研力度，加强逆向投资的区位优化，并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情况和战略规划，选择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投资区位；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振兴战略过程中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大对其逆向投资力度，积极嵌入当地产业链，获取资源和技术，实现逆向技术传递后母公司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绩效的提升。第二，要加强开发发达国家创新环境和资源的因势利导力度。中国OFDI制造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投资区位创新环境的支撑，借助该环境的比较优势吸收和整合溢出的技术资源；同时，充分利用投资区位内较高制度环境质量带来的对创新成果的法制保障，强化企业创新成果产出和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第三，积极开发投资区位技术势差下的逆向溢出效应。转技术差距压力为技术追赶的动力，主动把握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招商引资中的机遇，加强企业自身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同时通过进入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环节，获取短缺的业务、技术和品牌资源，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通过逆向技术传递促进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根据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注意文内文后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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